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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發展之政策資源配置不應僅以經濟效率為準則，似應兼顧公平之概念。然民眾與政府對地方發展之判斷標準與指標不同，因認知不一而產生「不公平」爭議。公平衡量由投入與結果之構面衡量，本研究以Anderson (1974)提出的資訊整合理論之公平模式            為一理論基礎，其為同時強調個體自身投入與結果之比較與人際比較。簡言之，社會公平衡量之重點應包括當事人之界定，及投入面與結果面指標之界定，進而整合其客觀事實與主觀價值(Farkas, 1991: 81; Dunn, 2004: 213)，並應考量兩地社會長期累積形成的存量條件，一併檢視，始能進行公平衡量。本研究以高市旗津海岸公園與新北市淡水漁人碼頭為對照，從相關文獻歸納出經濟公平、倫理公平、程序正義與環境正義四個方面進行討論，界定此四構面之多方當事人、目標界定，及投入面與結果面指標等，擬以進行多方當事人之公平衡量。
關鍵詞：公平衡量、資訊整合理論、南北發展差距
緒論

一、研究背景
    在政策建構及其資源配置與績效評估等涉及公平認知的問題，在傳統的公共管理以及市場取向的新公共管理之思維下，公共行政強調決策、系統分析、作業研究等管理科學技術等，效率（在有限的經費下使公共服務的提供達到最大的程度）以及經濟（在既定的服務品質和數量上追求最少的成本）幾乎成為公共行政最主要的價值。然於如此價值判斷下，社會當中的不公平和不正義之弊，多被公共管理者忽略乃是理所當然之事（Frederickson, 1990: 228；許立一，2003）。然政策資源配置與其績效亦應依據政策問題本質界定多方當事人認知之與解構與分析，進而整合政策有形客觀事實與無形主觀認知，始能進行比較，達到公平衡量之目的 (Ostrom, 1990: 115 ; Farkas, 1991: 81; Dunn, 2004: 213)。

    首先，公平衡量須同時考量投入與結果之比較構面。台灣既往政策實務中在衡量社會資源配置或評估政策績效時，則常以「結果」論斷，要求最終相同的「齊頭公平」，而忽略初始投入的「立足公平」。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齊頭式的平等不是真公平，而立足點的平等才是真公平，意指公平不能僅以結果論斷，而亦須考量投入面。如果政府無法釐清多元價值衝突問題，僅以局部性觀點來衡量公共政策之績效，勢必無法掌握全貌。

    其次，公平衡量須釐清多方當事人之多元指標，包含客觀數據與主觀認知。一般對於公共政策績效的評估比較多以客觀數據來衡量政策績效，多重視具體有形資訊，而忽略政策的多元決定性，以及潛藏無形的價值因素。然民眾與政府對政策的觀察角度與基礎不同，亦即關注焦點不同所致；政府主要係從單純與具體可行的客觀統計數字「事實」進行分析，而民眾則從個人本位的主觀「價值」認知進行衡量。民眾與政府本身所持有的判斷標準與指標系統不同，政策資源配置及績效評估結果自然不同，多方當事人間亦因認知不一而產生「不公平」的爭議。 

    綜上述，走向民主發展的多元社會，公共政策須能解決與處理公共問題本質所存在的「多參與者、多價值及主觀判斷」等複雜特性 (Farkas and Anderson, 1974: 119），即為多方當事人及投入面及結果面之指標之界定，並釐清比較對象之主觀認知，據此，本研究擬以探討主觀認知之資訊整合理論之公平衡量研究設計予以探討。

二、研究目的
    以多方當事人透過公平衡量之認知分析，以確切掌握問題之本質，究明利害當事人與其它個體對此現狀之主觀認知，擬以達下列目的︰
(1) 擬以公平衡量之投入與結果之觀點檢視台灣南北發展之歷程，並藉由文獻探討與數據資料整體分析與檢視高雄地區社會發展現況及問題點，透過旗津海岸公園與淡水漁人碼頭之案例分析檢視社會條件與發展階段差異。

(2) 以資訊整合實驗所得政策利害當事人公平認知整合模式之意涵，釐清個體的價值判斷，以確認南北發展中投入與結果矛盾與衝突之處。

(3) 釐清旗津海岸公園與淡水漁人碼頭之政策利害當事人於南北發展之認知差異，期能對應南台灣地方發展進程之參照性，並提供實質政策建議於政府決策單位參考。

三、案例研究之背景探討
     本研究擬以南北觀光漁港公園為例，高雄市旗津海岸公園興建完工於1993年，耗資約台幣約五億元，對應於地處台北縣的淡水漁人碼頭，自1998年台北縣斥資約五億六千萬修建完工。以投入面而言，兩者皆以約五億元左右經費之挹注，然檢視十年來的結果面，兩者2008年及2009年之遊客數皆相距約一百萬人之多。
表1-1 淡水與旗津年度旅客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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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遊客   
         人次

遊憩區別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淡水
漁人碼頭
	2,127,241 
	1,911,895 
	1,539,453 
	1,153,841 
	2,575,050 
	2,403,126

	旗津
海岸公園
	1,238,000 
	1,005,300 
	1,288,700 
	1,399,750 
	1,579,000 
	1,267,700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如以數據解讀，僅是成本與效益之解，本研究依多年實務觀察，提出其為政策資源配置時，忽略地方社會條件之差異，及地方政府效能不彰等假設，亦期透過公平衡量之研究設計釐清旗津海岸公園與淡水漁人碼頭兩地政策資源投入與績效結果之比較，究明政策利害當事人對兩地發展政策之公平認知分析。

(1) 地方社會條件之基礎存量不足
    檢視案例中兩地十年來之發展，高雄市十年來增加不到六萬人，北縣人口增加約近三十六萬人，又以2008年而言，台北縣多於高雄市兩倍就業人口。以此檢視，高雄市在地方發展上人才外流，人口結構偏差，在地民眾的自發性參與公共事務及社會活力明顯不足，對地方發展的民意監督力量難以形成，社會條件未能累積聚集、紮根深化。

    政策制定若未能瞭解不同地區的歷程與現狀，考量社會條件（如人口結構等）之基礎，發展過程將因本身社會條件不同而導致諸多矛盾與衝突，會反映於該地區的經濟、政治等層面。以傳統都市規劃之政策制定為例，其運作中大部分與民眾的實際需求無關，或者無法根除真正的問題根源。
(2) 政府政策制定及管理效能不彰

黃于恬 (2008)認為高雄市民眾強烈感受政府忽略問題且定位不明，對於政府近年推動各項公共建設之必要性與實用性，實為存疑，認為政黨為考量選舉而操弄民意，影響政策資源之配置，對高雄市政策資源利益的最大化皆為負增強。 

    而台灣五十餘年來的產業結構以北商南農為主，政策資源亦隨政黨與政府之操作而不均，社會條件未能累積聚集，南北發展漸成差距，高雄市地方亦漸發展缺乏誘因與動力，Krumholz (1982)認為城鄉之間的差距多由都市發展過程中，各種開發過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結果，亦強調政府對於公共政策之公平規劃，本質上應是為多數中下階層者謀求福利為基礎，而在選擇或評估時，多數人的公共福利即為抉擇之原則。    

    Krumholz (1982)認為為什麼沒有地方政治出面處理這些不公平的問題？其因是這些問題是根基於對貧窮、發展等偏見，也是國家的問題。除非有廣泛的關注，並透過國家立法和執法表現，否以地方政治結構與環境是很少是難去改變。又若朝向發展的根本步驟，主政者乃至政務官與事務官（都市規劃者、開發者）本身具有一種明確而清晰的目標作用，沒有這樣的目標，便很難在機構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去回應問題。綜上述，反觀台灣數十年來，中央及地方政府對南北發展之社會關注瞭解及政策資源配置之舉措，值得深思。

   綜上述，公平之衡量亦須界定與兼顧公民社會中所存在的多方當事人、多元價值及主觀判斷等複雜因素 (Farkas and Anderson, 1974: 119)，並須考量前述之載體條件與發展階段。
本研究以高市旗津海岸公園與新北市淡水漁人碼頭為對照，從相關文獻歸納出經濟公平、倫理公平、程序正義與環境正義四個方面進行討論，界定此四構面之多方當事人、目標界定，及投入面與結果面指標等，擬以進行多方當事人之公平衡量，目前僅初步完成社會公平中高雄民眾之探討。

貳、理論與文獻探討

一、公平相關文獻

(1) 公平之定義

文獻上一般常見對公平(fairness)的界定有「平等(equality)、公正(equity)、公道(equilibrium)、正義(justice)」等，而多數認為「公平」可普遍涵蓋前述幾種定義，即平等、公正、公道、正義等可構成公平的不同構面(Griffin, 1996)。
1. 在經濟層面上，由於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盛行，人們不僅要求在所得分配上的基本公平，更追求賺錢機會的遊戲規則、分配機制之「程序公平」(Friedman, 1962; Tobin, 1970)。
2. 在社會層面上，民眾不僅追求個人社會階層與階級流動的平等，也尋求長期公平安全的生活環境；因此，受教育機會、司法審判、社會福利多須以公平為考量，如有不公平，則常會出現社會改革運動(Sandel, 1982; Ingelhart, 1990)。
3. 在政治層面上，公平是民眾主要關心焦點，民眾對其個人是否有平等的政治參與及投票權利的判斷或衡量，將決定其是否滿意政府的關鍵。
4. 在政府層面上，政府於政策資源配置與執行、管理等，應兼具地方發展與中央決策考量，予以推動與支持。
公平與正義的衡量議題具幾項共同特徵：
1. 公平決定於投入與結果的人際比較。
投入(input)是指人們所貢獻的有價值事物，結果(outcome)為人們所收到包含有形與無形之回饋，而非output為有形報酬之概念。

2. 投入與結果通常具有多元決定因子。

3. 公平與不公平是主觀的個人感受。

4. 人們會試著消除不公平感受，公平狀態只是不公平連續體上一個理想的點。

5. 公平通常以代數模式來界定。

(2) 公平之四個主要構面 
1. 經濟公平（經濟面） 
又稱為效率公平，其研究可溯自希臘政治經濟學家Epicurus (341-270 B.C.)，至19世紀時Jeremy Bentham (1748-1832)以量化方式計算人的主觀效用而確定成型。Bentham認為每一公共政策結果對每一個人產生的快樂與痛苦都可以「效用」加以量化與加減，每一人之幸福（效用）均同等重要且權重相等；社會之幸福可以用痛苦與快樂之總和表示，總和值愈高表示愈幸福，也愈顯得公平（Schumpeter, 1954）。這種研究較易獲得政策結果的具體數字來比較，故常被經濟學者採用，其往往結合成本效益觀念，以淨效益與效用來評鑑各項公共政策或衡量工作計畫績效（Tobin, 1970; Varian, 1990）。包括經濟、財政或租稅等指標之探討，以次級資料為主，結合「成本效益」概念，以評估公共政策或衡量工作計畫之績效差異。

2. 社會公平（社會面） 
社會公平又稱為倫理公平，這類研究主要針對人類的不同價值體系進行衡量。由於文化因素影響，社會中的各種社群對同一種政策實施結果，也會因彼此思想、價值系統不同而有不同的選擇；這種選擇產生的價值衝突將造成社會有不公平現象，同時也對政府決策者產生價值選擇的困擾現象（陳正料，1998；曹俊漢，2001）。
這類研究涵蓋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道德判斷，如司法的公正與公平、科技倫理、政府組織的升遷公平、社會公義、社會安全、社會福利等（蔡秀娟，1998）。 如果某項政策結果之資源配置為民眾所喜歡，其配置並沒有造成任一人（或團體）羨慕其他人（或團體）之情形，則該項政策措施即為公平配置，即具社會公平性；如這項配置出現有人不喜歡、有羨慕他人之情形，則為不公平配置，因而會有社會不正義出現（Rawls, 1999）。
國內研究則多數集中在司法正義、社會安全正義之探討（施啟揚，1998）；部份則探討科技倫理與陞遷公平或不同價值體系人員之績效考核公平（王聰智，2000；鐘金玉，2000；汪明生、陳正料，2003），以及分析社會福利公平（林萬億，1994；曹俊漢，2001）。國外則集中在思想面的倫理價值與社會福利公平等方面 (Friedman, 1962; Johnson, 1990)。多為當事人對公平衡量之結構與人際比較，包括個體對於比較對象間所涉之偏好價值、道德認知與倫理觀點(陳建寧、馬群傑、汪明生，2008)等，以初級資料為主。
3. 程序正義（政府面） 
由公共政策或政府計畫決定與施行的行政管理流程來衡量，探討社會整個政策規則的程序公平，重視程序正義或遊戲規則的公平。這種公平概念是由Nozicks (1973)提出種政策改變結果是否公平係決定在「資源起始分配是否公平」、「決定資源轉移之規則是否公平」等二項，如果兩者皆公平，則其結果也是公平的。包括政府管理、制度建構與績效評估等指標，以初級資料為主，著重比較政策擬定與管理執行等投入面與結果面間轉換過程之差異。
4. 環境正義（基礎條件面）
環境正義近年來常出現在一些重要的環保行為議題探討上頗受注目，這類研究係從政策或計畫實施結果對人類社會「環境」的影響層面出發，認為環境具有社會性、政治性、經濟性、生物性與物種性。各種政策施行結果往往有社區土地公平利用、資源平等分享等環境正義問題，出現「程序不正義、地理性不正義、社會性不正義」現象。就公共政策法令、計畫的實施而言，只有能確保不同種族、文化、收入、階層的人或團體受到公平對待、免於環境之侵害，才算符合公平，結果才有正義可言，而要消除已出現的這三種環境的不公平、不正義，則須對受害地區、族群、階層分別給予合理賠償與補償（紀駿傑，1998）。
這類研究亦面臨如效用理論的難題，亦即其對正義之衡量並無明確可接受標準，不是傾向於普世倫理觀、社會道德的正義概念。多數研究（如回饋金）界定受害者範圍，僅侷限於鄰近社區群體個人補償，忽略物種、人群、地理社區與整體環境的互動性，以致回饋或補償金計算公式常無法獲得廠商、政府、民眾的認可，因而出現另類的實質社會不公平（陳建民，2000；汪明生，2002）。包括環保意識與開發政策所造成之社會衝擊，補償金或回饋金的計算，與土地保護與都市發展之取捨等，以次級資料為主。四構面匯整如表2-1所示。

表2-1 公平相關研究彙整
	研究領域
	投入與結果之構面
	比較對象
	代表著作

	經濟公平
	以具體數字的政策投入與結果來進行比較， 往往結合「成本效益」觀念，以淨效益與效用來評鑑各項公共政策
或衡量工作計畫績效。
	經濟、財政或租稅等政策之探討。
	張清讚(1996)、羅正忠(2000)、林俊杰(2003）, Rohrbaugh and McClelland (1980),  Varian (1990).

	社會公平
	針對社會關係中的「不同價值體系」進行衡量，以文化與價值因素影響為投入，社會中的各種社群對同一種政策實施狀況為結果。
	司法正義、社會安全正義之比較，科技倫理與陞遷公平或不同價值體系人員之績效考核公平，社會福利公平，道德價值觀之衡量等。國外則集中在思想面的倫理價值與社會福利公平等方面。
	林萬億(1994)、施啟揚(1998）、曹俊漢(2001）、汪明生、陳正料 (2003）、陳建寧 (2006)。 Friedman (1962), Johnson (1990).

	程序正義
	多探討政策規劃程序之投入面，或多以結果解析程序運作之過程，較少探討「程序」之實質過程。
	政府管理、制度評估與績效衡量之比較，政府管理績效、競爭力與報酬之因果關係，以及不同產業退休制差異對競爭力與經營永續之關連性
	Rawls (1985), Gao (1993), Hatry (1999) , Nozicks (1988), 陳正料(2006)

	環境正義
	因環保意識與政府環境政策不當所造成地區污染問題，其提供發放補償金或回饋金制度的計算。
	土地保護與都市發展「優先序位」問題
	Reams and Templet (1996), Scott (1997), Adele and John (199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 公平衡量常見的三模式 
由上述三者衡量並解讀公平之意涵，常見的三公式(Anderson, 1974)：

1 最早由Aristotle提出，強調投入與結果之人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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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ams (1965)提出的公平模式，強調個體自身之投入與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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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nderson (1974)提出的資訊整合理論之公平模式，同時強調個體自身投入與結果之比較與人際比較：


而資訊整合理論之公平衡量之特點：

1 係以「多元決定論」與「目的性定理」解決「多元決定」與「個人價值」所衍生的主觀認知。

2 係以「功能衡量」方式將投入與結果資訊整合成認知代數，俾利比較。

3 認知代數均係以實驗方式獲得。

二、資訊整合理論之公平衡量
(1) 資訊整合實驗

資訊整合理論由Norman. H. Anderson提出，於1960年開始發展的一套心理衡量理論，該理論係基於Thurstone的心理衡量理論，且經過Norman. H. Anderson, James Shanteau, David Weiss, Gregg Oden, Manuel Leon, Martin Kaplan, Kent Norman, Jorman Louviere等人多年大量實證研究的驗證與支持，已確認其在心理衡量方面的效度（汪明生、陳碧珍，2003）。
以圖2-1說明資訊整合理論的基本概念。S代表「決策標的事物」，在多個相關評估準則或屬性上所呈現的客觀刺激值；s則代表S經過決策者心理評量之後所形成的主觀尺度值；r則為決策者將所有屬性的主觀尺度值經過心理整合之後，在決策者內心的一個主觀整體反應值，而R則是決策者將心中主觀整體評價表達出來的外在可觀察反應值。由S到s為評價函數，s到r為整合函數，而由r到Ｒ為反應函數。其中s與r以及整合函數都為內在無法外在觀察的部份。資訊整合理論兩個主要的理論基礎（汪明生、陳碧珍，2003）：
	

S1…………          s1
S2                  s2                           r                 R

S3                  s3
                                    



1. 目的性定理
行為的目的性對IIT主要有二個含意，第一是功能性的觀點(functional perspective)，其以標的為導向，將思想及行動概念化；第二是由第一個觀點導出，即個人會因情境、標的的不同而對資訊做出不同的價值判斷，並決定趨-避(approach-avoidance)的行為(Anderson, 1996)，這趨-避行為顯示與標的相關的正負值，運用單構面的描述，可對複雜的行為作數值分析，IIT提出「功能衡量(functional measurement)」方法來衡量這些行為值。
2. 多重決定論
IIT認為判斷反應係由多重刺激和反應的整合結果，此即為「多重決定論」，為了解決多元決定因素的問題，IIT提出認知代數方法來整合多元決定因素。
(2) 資訊整合模式 

1. 相加規則
其因子圖呈現平行，若以二個刺激變數為例，其整合為方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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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外在反應值 R 與心理反應值 r 之間為線性關係，則(2)式亦可成立。將(1)代入(2)式，則得到(3)式。至於因子設計所作之因子圖中第一、二兩條線(i = 1,2)對應點間的距離則如(4)式所示。其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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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既定的心理值(IIT 假設心理值有獨立性，不因其所結合的客觀值大寫 S 而異)，故第一、二兩條線三組對應點間的距離為常數，即兩線為平行。即使將上述第一、二兩條線換為第一、三兩條線或第二、三兩條線，其平行的結果仍然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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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ED Equation.3  [image: image5.wmf]     (4)
      =常數                                                 
從可觀察的平行圖上顯示：支持相加規則、支持反應衡量為線性、支持每一個刺激變項為線性尺度。相加模型除了其因子圖為平行外，在統計變異數分析上其互動項不顯著，表示每一刺激變數都是獨立函數。
2. 平均規則
其整合方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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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數                                                        (6)

    平均模式又可分為等權重模式(equal-weight averaging model)與不等權重模式(differential-weight averaging model)，二者的區別在於相同因子之不同水準間的權重是否不同。當整合模式為不等權重平均模式，驗證方式與相乘模式的方式基本上相同(Shanteau, 1984)，即因子設計之圖形為扇形，變異數分析的主效果即互動效果皆達顯著水準，且互動效果集中於「線性x線性」成分，而其他高階的互動成分均不顯著，主要判斷準則說明於相乘規則部分。而當整合模式為等權重平均模式時，兩線應平行，此性質與相加模式相同。為區別兩者，IIT提供關鍵測試(critical test)作為是否為平均模式的測試。
    關鍵測試是單因子的因子圖與兩因子的因子圖畫在一起，並觀察兩組因子圖形是否有交叉的現象。因子圖平行，且變異數分析發現無互動作用時，可能為相加或等權重模式，但關鍵測試若發現為相交時，則否定相加模式而為等權重模式，即當兩線交叉時表示增加的資訊所造成的影響並不相等，即相加模式不成立。因若相加模式成立，兩線應平行。為更精確地辨識單因子與兩因子的線是否相交，須進一步以統計檢定來確認，以FM#1 電腦軟體來進行變異數分析，判斷其互動效果。 

3. 相乘規則
其因子圖呈現線性扇形，其整合方程式為：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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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可觀察的扇形直線圖上顯示：支持相乘規則、支持反應衡量為線性、支持每一個刺激變項為線性尺度、支持多元資訊意義相同、支持評估和整合是獨立的。變異數分析的主效果及互動效果皆應達顯著水準，且互動效果應集中於「線性x線性的成分」(linear x linear component)，其他剩餘的成分則均應不顯著。 
    驗證不等權重平均模式的方式與驗證相乘模式的方式基本上相同(Shanteau, 1984)，即因子設計之圖形為扇形，變異數分析的主效果即互動效果皆達顯著水準，且互動效果集中於「線性×線性的成分」，而其他高階的互動成分均不顯著。而為了協助研究者區分相乘模式及不等權重平均模式，Shanteau (1984)提出三項判斷準則：
(1) 使用相乘模式與不等權重平均模式的問題性質不同，相乘模式通常用於決策與物理上（如幾何學）的判斷；而不等權重平均模式常用於印象的形成或態度的分析上。
(2) 相乘模式常被出現在「當任務之決策模式有規範性的相乘模式時」。例如在規範式的期望值模式中，預測機率與報償為相乘關係；而平均模式則用在沒有規範性模式的決策中。
(3) 在適用相乘模式的任務中，通常只有少數固定的因子，且因子必須全部呈現，受測者才能進行判斷。而只有單一因子的呈現仍能作判斷時，則為平均模式，如對人的印象，只要知道一個特質即能形成印象。因此在決策問題上，因子的數目及彈性往往能透露問題所適用的資訊整合模式。
(3) 資訊整合模式之意涵 
1. 相加模式之意涵
    採用相加模式即表示會將所有正面資訊主觀值相加，若要提高受測者的知覺  水準，可以使用較高心裡尺度值的方案，或提供更多的正面資訊。汪明生、陳碧珍 (2003)的研究中發現石化廠附近的民眾面對風險知覺的資訊時，皆使用相加模式，故政府或石化廠要有效地降低附近民眾的風險知覺，則可以減低發生傷害的機率，減輕傷害的結果，或提供正面的防制風險的資訊，則可避免民眾產生更多的疑慮。
2. 相乘模式之意涵
    當整合模式是相乘模式時，其知覺水準決定於變數間的乘積。且表示變數的組合中，有個變數為不成比例的權重，換言之，當某個變數之尺度值提高a單位時，總知覺水準的增加是a單位乘其他水準的尺度值。當相乘模式中某個變數的尺度值極低的時候，很難透過其他變數尺度值的提高來增加知覺水準，較有效的方法是提升本身尺度值。
3. 平均模式之意涵
    當決策者所使用的資訊整合模式為平均模式時，由於總效用或滿意水準同時決定於評準所提供的效用值與評準相對權重間乘積的和，且效用值與相對權重可能同時受方案中評準水準的影響。所以當現況評準客觀值被提高時，總效用質的提高可能來自於效用值的提高，也可能來自於對權重的提高；當其中作用的因素為相對權重、而非效用值時，對於決策者本身的意義不大，且可能使總效用降低（汪明生、陳碧珍，2003）。
     Throutman & Shanteau (1976)曾以兩種紙尿布為例，來說明資訊整合模式的應用。例如對第一種紙尿布只描述其具高吸水性，而對第二種則描述其具高吸水性與中高程度持久性，則使用不同資訊整合模式的消費者對這兩種紙尿布將出現不同的評價與偏好。使用相加模式者會將所有屬性的正面資訊的主觀值相加，因而，對具有兩項正面資訊的第二種紙尿布的反應值會高於僅有一項正面資訊的第一種紙尿布，所以可能認為第二種紙尿布品質較高。而使用平均模式者可能認為第一種紙尿布品質較高，出現這種結果的原因在於：第二種紙尿布的兩項資訊平均後的反應值反而會低於第一種紙尿布的反應值。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擬以資訊整合實驗之公平衡量探討當事人以投入與結果為因子之認知，其中投入與結果之指標包含政府之客觀數據（兩地興建金額、遊客數、店家營收、民眾消費水平、環評等數據）與民眾主觀認知（興建前之民意、興建後之滿意度、政府行政配合度等主觀認知），以政策利害當事人進行客觀數據之事實判斷與主觀認知之公平認知比較。

一、資訊整合實驗之公平衡量
(1) 多方當事人之界定

1. 經濟公平（經濟面）︰兩地店家與兩地地方政府
2. 社會公平（社會面）︰兩地店家及在地居民
3. 程序正義（政府面）︰兩地地方政府政務官與事務官
4. 環境正義（條件面）︰店家與社區營造與環境保護等相關技術專家
(2) 構面界定
1. 經濟公平：兩地發展興建費用與遊客數、兩地漁港及店家之投資與營收、遊客消費及意願。
2. 社會公平：政策與資源配置於兩地是否有考量兩地人口結構之差異?考量民意與地方需求?

3. 程序正義：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政策制定過程與最終決策，是否受為政黨制衡或為選票考量? 選舉支票與政策推動之權衡?
4. 環境正義：因地區發展與吸引觀光客而興建公共設備與屋舍，環評團體與當地商家與居民意見相左。

(3) 投入面指標之界定

1. 經濟公平：政府支持之興建費用

2. 社會公平：人口結構、興建前民意與地方支持
3. 程序正義：政黨與選票數、地方政策支持、中央政府支持程度

4. 環境正義：環評指數
(4) 結果面指標之界定
1. 經濟公平：遊客數、漁港及店家之投資與營收、遊客消費意願及水平。
2. 社會公平：興建後民意與地方需求

3. 程序正義：營運後之行政配合程度

4. 環境正義：遊客數

(5) 研究設計
    目前研究僅完成至社會公平中民眾部份之探討，而其他當事人與其他構面之探討仍持續進行中。
(1) 受測者

    以立意抽樣高雄市民20位，以去過旗津海岸公園與淡水漁人碼頭兩地觀光，並對南北發展較為熟悉者為受測對象，例如曾於北部工作、念書長達兩年以上者。
(2) 社會公平之題項設計
    受測者接收到的實驗資訊為淡水漁人碼頭與旗津海岸公園是在「投入」構面（人口結構、興建前民意與地方支持）之差異程度以三水準設計，然而兩者出現的「結果」（興建後民意與地方需求）之差異程度以二水準設計，受測者要判斷在各種情境下的不公平感受程度。題目如範例所示，然研究者於受測者受測前予以詳細解說各因子（社會結構差異、發展程度差異）所代表意涵，並加以練習。

（六）施測程序
資訊整合理論之實驗程序，經過相關學者三十多年來許多實證研究，已有相當標準化而精確的操作程序，主要著重在實驗者所應重視有關實驗過程裡的幾個重要層面。
1. 實驗指引
以簡單嚴謹的文字陳述實驗內容情節、實驗變項的定義等，強調與受測者的溝通，以加深受測者對重要觀念的印象與整個實驗過程的瞭解程度。
2. 訂定端點錨 (end Anchors)
    Anderson (1982)發現在使用評估尺度時可能會遭遇到「端點效果」的干擾，例如「高限效果 (ceiling effect)」就是一種典型的端點效果，旨在作答時在靠近尺度端點可能會產生評估值非線性 (non-linearity)之現象。端點錨是指比最大實驗刺激值稍大，比最小實驗刺激值稍小的兩個端點，實驗設計中所有的實驗刺激介於兩個端點錨之間，實驗中可藉助訂定端點技術，防止端點效果對受測者決策判斷的不良影響。
3. 預試
在實驗正式進行前，先安排5位受測者接受實驗預試，包含初步練習與正式實驗階段，其統計結果雖不列入分析，主要目的為促進實驗控制技巧、調整實驗變項文字及圖示方式，以達到讓受測者清楚易理解的情況，有助於整個實驗設計之規劃與分析。
4. 初步練習階段
(1) 練習過程：製作一長60公分的直尺，尺上有一游標，直尺面向受測者之一面沒有任何刻度，根據端點錨原則，只有在其左端點標上「低」，輔以以口頭說明不公平感受程度最低，在右端點則標上「高」，輔以口頭說明不公平感受程度最高。而直尺面向施測者的一面則有1-60公分的刻度，以施測者與受測者採一對一的方式進行，施測者將寫有題目的卡片，逐張陳示給受測者，並請受測者在直尺上移動游標以標示出對每一張卡片題目的評估尺度，指示尺上的刻度，施測者登錄其不公平感受程度。此練習階段僅進行一次，使受測者熟悉整個問題情境，無須分析預試的數據，但施測者仍須對此練習階段之反應值予以登記，因為施測者若不對受測者當時的評估值加以登錄，則受測者將傾向於不認真練習，以致將影響問題推論之邏輯架構（汪明生，1994）。
(2) 階段之功能：使受測者易於建立自己思慮方向與推論架構，瞭解其對每一次之變項之主觀認知，並使受測者熟悉整體實驗情境，以穩定沈著的心境，減少其判斷反應值的誤差。
5. 正式實驗階段
正式實驗階段與前述練習階段之操作程序相同，每個問題進行三次，即重複三次，而施測者則記錄受測者對這些問題的反應值，所有反應值均需完全登錄。每位受測者完成實驗約需二至三個小時。
6. 統計分析
資訊整合理論提供「因子圖形鑑別」與「統計檢定」兩種方式，以驗證整合模式為相加、單因子、相乘或平均模式。本研究所繪製的因子圖形，可提供直觀查驗，辨識資料與認知代數之間的配合度 (Goodness of Fit)以鑑別其整合模式，為更嚴謹地精確分析受測者所使用的認知代數模式，另使用Shanteau (1984)所提供的FM＃1軟體加以數值化的統計驗證，執行變異數分析，觀察主效果之顯著與否(P<0.05)判定其整合模式。

肆、結果分析與結論
一、群體分析-「社會結構差異-發展程度差異」資訊整合模式之群體分析
（一）因子圖形鑑別
    圖4-1可發現兩條線成扇形，支持高雄民眾對社會結構差異與發展程度差異兩因子之資訊整合模式為相乘模式或不等權重平均模式。


圖4-1 高雄民眾對「社會結構差異-發展程度差異」之因子圖

（二）統計檢定
表4-1為FM#1執行變異數分析結果，由表可發現高雄民眾對社會結構差異因子與所得因子的主效果，及其互動結果均達顯著水準，而互動效果集中在「線性×線性」的成分，其餘的高階互動成分均不顯著，支持上述因子圖形鑑別部分的結論，即受測者的認知代數模式為相乘模式或不等權重平均模式
依據Shanteau(1984) 提出三項判斷準則，使用相乘模式與不等權重平均模式的問題，其性質上有所差異，相乘模式通常被發現用在做規範性決策時（如賭博）與物理上（如幾何學上的判斷），不等權重平均模式則常出現在印象之形成（如個人知覺）或態度分析（如態度改變）上，因本研究非屬規範性模式決策，故應判斷為不等權重平均模式。
	變異來源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RATIO

	發展程度差異
	18076.67
	
	1
	18076.67
	860.46**

	社會結構差異
	227.61
	
	2
	114.30
	3.33**

	社會結構差異×
發展程度差異
	7765.03
	
	2
	3887.52
	202.02**

	線性×線性
	5783.17
	
	1
	5783.17
	163.47**


表4-1  FM#1執行高雄民眾對「社會結構差異-發展程度差異」之ANOVA分析

 
二、「社會結構差異-發展程度差異」資訊整合模式之個體分析 
個體分析的部分，高雄民眾對「社會結構差異-發展程度差異」的20位受測者，有14位受測者其因子圖形代表二因子的二條線近似扇形，其變異數分析結果為社會結構差異主效果與發展程度差異主效果達到顯著水準，社會結構差異與發展程度差異的互動效果達顯著水準，且線性×線性成份達顯著水準，因此判斷該14位受測者使用不等權重平均整合模式，另有6位受測者的結果無法判斷。對社會結構差異與發展程度差異，具有不同權重的平均模式，意指兩者任一資訊的變動，都會顯著地影響不公平的感受程度。

三、初步結論

    高雄市民對於社會結構差異與發展程度差異，即兩者投入面中的人口結構、民意對於該地興建時的支持等社會結構差異，及興建後民意及商家的需求，所衍生對兩地發展差距的不公平感受，呈現不同權重平均模式，且任一因子的變動，皆會顯著影響不公平的感受程度，故此，如欲減緩民眾對兩地發展的不公平感受程度，應一併考量其各自之社會結構與發展程度。
    然如社會結構差異程度是較無法短時間改善或充實，則可從發展程度差異，高雄面對南北發展差距之困境，應可人民的需求量，而不是政策資源供給。故更應正視未來區域合作之前提下，為長期欠缺對外開放意識所形成的僵固注入活水。以公共論壇等緩和並可協商的方式，逐以開啟中下層民眾較為封閉自視之觀點，對內建設與發展，對外開放與合作。
    另則，公平相關研究多認為上位者（被多給者）通常不會有下位者（被少給者）般的不公平感覺 (Anderson, 1976) 。對應本研究案例，在高社會結構差異下，高發展程度差異的不公平感受程度最高，而台灣主政者是否未能意識高雄基層觀點？抑或以中央或北部觀點能否體察南北發展差距之意涵？而高雄地方政府、非營利組織，乃至民意對於不公平感受的實質努力與改進舉措，亦應從建設前的規劃（投入面）予以考量，減低民眾所感受的社會結構差異，或盡量開展客源（結果面）等，縮減兩地發展程度差異。
簡言之，兩地發展之差距，乃至南北發展差距所延伸不公平感受，應同時從投入面與結果面之多元指標予以進行。民眾及政府於致力追求經濟效率同時，須兼顧社會公平。兩地各自建設與發展是必要的，然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可以發揮最大且為長期的效益，並兼顧兩地各自的社會存量，實為重要課題。
四、後續研究
目前陸續補充旗津海岸公園及淡水漁人碼頭次級資料分析，考量社會長期累積形成的存量條件，以結合研究中觀察衡量所得之短期橫斷社會流量，二者需一併檢視。另者，資訊整合之公平衡量實驗另三構面（經濟公平、程序正義及環境正義等）前測及調查之進行。兩地政務管與事務官訪談部份，已完成訪談當時推動淡水漁人碼頭之政務官與主政者幕僚，南部地區則陸續接觸與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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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ness Measurement with the difference of south and north development in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ijin Seaside Park in Kaohsiung City and Tamshi Fishers' Wharf in New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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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policy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Taiwan development should consider both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judgmental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there seems to be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public awareness and the government in regard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which therefore generates the controversy of inequity. Fairness is measured by the dimensions of input and outcome. 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equity model of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proposed by Anderson (1974) as theoretical basis. This model emphasizes both the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input and outcome, as well as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In short, social equity measurement should mainly include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parties and of the input and outcome indicators, which would further integrate their objective facts and subjective values (Farkas, 1991: 81; Dunn, 2004: 213). This study compared Cijin Seaside Park in Kaohsiung City with Denshuei Fisherman’s Wharf in New Taipei City, and from relevant literature drew up four dimensions: economic equity, social fairness, procedural 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By exploring these four dimensions we set up multi-party, target-setting, as well as input and outcome indicators to fairly measure multi-party.   
Keywords:difference of south and north development in Taiwan, fairness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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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資訊整合圖


資料來源：Norman H. Anderson(1981).Foundations of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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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旗津海岸公園與淡水漁人碼頭之發展：


如果兩者之社會結構差異(投入面)大；


  而兩者之發展程度差異(結果面)小，


您覺得在這種情況下的不公平感受程度為何？











**：P < 0.01；*：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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